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天理与政事的贯通：论程颢治道思想*

郭敬东

摘 要：随着理学的兴起，程颢在接续孟子心性之学的基础上，以天理为德性的形上学依据，针对宋朝当时

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阐发了系统的治道思想，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政治方面，施政者要进行官制改

革，在加强考核力度的同时，授予官员一定的选择掾属的权力，以提升行政执行的力度；二是在经济方面，施政

者要厚民生，正经界，使民有恒产，提升民众对王朝的认同度；三是在社会方面，为了构建良善的社会政治秩序，

施政者必须广施教化，发挥儒家德教在基层的移风易俗作用；四是在教育方面，施政者必须广设学校，培育人

才，奠定治理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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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治道的思考与阐述，最早可以

追溯到殷周之际。在灭商之后，周人在反思商

朝失去天下原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天命靡

常、唯德是辅的政治观念。周人认为统治者的

德性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当统治者能

够敬天法祖、尚德爱民时，则会受到天命的眷顾

而获得统治天下的正当性与持久性；而当统治

者肆志广欲、为虐天下时，则会因失去天命的支

持而丧失统治天下的资格。《尚书·召诰》曾载召

公在分析夏、商失国原因时所说的一句话：“惟

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161 他认为正是由于

夏、商的两位君主桀和纣荒淫无度、没有遵循先

王的德治传统，所以才失去了统治天下的资格

和权利。春秋时期，孔子在接续周人这种重德

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道思想，

强调施政者必须要重视和培养自身的德性，正

己而后正人。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

体的德治主张：施政者必须先扩充自身的德性，

培养自己的仁心，然后由仁心而施仁政，泽及百

姓。可以说，孔孟所阐述的治道思想是建立在

有德者执政这一基础上的，即：施政者如果想要

平治天下，必须先修其德，培养自己内在的德

性，然后推行仁政德治，如此才能实现平治天下

的宏愿。这种思考进路为此后儒家思考政治问

题，阐发政治思想奠定了基本轨制，但随之呈现

出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施政者德性的来源

和培育的问题，二是德性治国与外在法制的关

系问题。孟子对这两个问题曾做过初步地解

释：针对前者，他认为施政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功

夫修养来培养并完善自身的德性。这种功夫修

养就是不断地激活和扩充自身的“不忍人之

心”，然后据此以行“不忍人之政”。针对后者，

他认为，施政者在践行德性的基础上必须要取

法先王治国的宏规法度，所谓“今有仁心仁闻而

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

也。”［2］257孟子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属于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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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发，并没有对其进行圆融性的论证。宋代

理学兴起之时，程颢开始以天理为德性的形上

学依据，在接续孟子心性论的基础上对这两个

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论证，并从理一分

殊的角度阐述了治国理政的具体主张，完成了

儒家治国思想的哲理化建构，构建了一套成熟

的治道思想体系。

一、顺理而治：程颢对儒家治道的

形上学诠释

儒家素来注重德性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

用，认为施政者的德性对于实现良政善治而言

至关重要。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就是儒家认为政治领域是道德领域的一种

自然延伸，政治场域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教化的

场域。施政者通过完善自己的德性，在政治过

程中正己而后正人，由近及远，不断地将道德教

化的影响力向周围扩及。这一过程实施的前提

是施政者必须要有提升自身德性的自觉。孟子

在游说诸侯，阐发王政时，认为德性为人生而所

具有，施政者如果自明本心，则自然能够推行德

治，实施仁政。程颢以承继孟子的道统自居，故

在论述治道问题时也遵循了孟子这一路径。相

较于孟子扁平化的阐述方式而言，程颢引入了

“天理”作为自己政治理想的理论基础，并以此

为基点构建了以“天理—治道—政事”为特征的

立体化治道思想架构。

首先，在程颢所建构的这套治道思想架构

中，天理作为一种形上学的依据，处于最高位

阶，对治道以及政事的内涵发挥着主宰与规制

的作用。在《论王霸札子》中程颢说：“得天理之

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

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3］358在程颢看来，天

理属于一种超越性本体。他对天理进行过一种

内涵体验式的阐发，言：“故有道有理，天人一

也，更不分别。”［3］15作为一种蕴含于自然现象和

社会政治现象中的普遍性原理，理是自然界和

人世间所有事物运行和联系的基础，正所谓“所

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3］25。就自然现象

而言，所有自然界事物的生成变化都要遵循理

的发展逻辑，不受理宰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理

蕴含于事物及其变化过程之中。程颢对此说

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

而非道也。”［3］57作为天地自然之理，理的运行并

非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规律

主要是通过事物的阴阳变化而表现出来。在程

颢看来，天地自然间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遵循一

定的法则，呈现出“万物莫不有对”的规律，阴长

则阳消，阳长而阴消，阴阳消长不已，故万物周

流变化不居。他曾言：“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

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3］92此处需要

注意的是，程颢在阐发理的运行规律时用了“自

然而然”四字，这一方面彰显了理对事物的宰制

和发用作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理的超越性本

体地位。自然界事物的生成变化都遵循阴阳运

行之道，这种阴阳运行之道正是理在事物层面

的具体展现，非人力所能干涉，人亦受此规律的

影响。就社会政治现象而言，理既是社会政治

现象运行变动的内在规律，也是施政者在治国

理政中所应遵循的法则。之所以如此，主要是

因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正是人。人在

社会政治系统中的活动构成了各种社会政治现

象，而人处于天地之间，同样受到理的影响，当

人的政治行为契合于天理之时，政治就会顺理

而治；当人的政治行为悖于天理之时，政治就会

逆理而乱。故此，理既体现于社会政治现象之

中，亦是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治理

法则。古代圣贤所阐发的治国大法正是他们在

体贴天理的基础上对治国之理的话语表达，后

世统治者在治国问题上如果想要再现三代一样

的隆盛治世，就必须遵理而行，顺理而治。程颢

对此言道：“时者圣人所不能违，然人之智愚，世

之治乱，圣人必示可易之道，岂徒为教哉？盖亦

有其理故也。”［3］94可以说，古代圣贤所阐发的治

国之道正是他们对社会政治运行之理的一种话

语表达。

从程颢对天理或理的内涵所阐发的内容来

看，他对天理的认识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

天理或理是一种形而上层面的超越性本体，它

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天地自然之理、社会政治之

理等等，“自然规律、社会规范、人性及理性虽然

各有其范围，但实际上是统一于普遍的‘天理’

的”［4］91；二是通过一定的功夫修养，人可以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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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识得天理。由此而论，在治国理政方面，施政

者如果想要实现良善政治，就必须通过一定的

功夫修养，体贴社会政治运行之理，并按照此理

施政于天下，如此方能使国家归于大治。

其次，天理既然是一种超越性的本体，对事

物及其运行发挥着宰制性作用，那么在政治过

程中，施政者无论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方面，还

是治理政策的实施方面，都必须按照社会政治

运行的内在之理而行，否则就会引发各种社会

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理对治道发挥着

一种规制作用。程颢曾言：“万物皆有理，顺之

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3］94

政治过程是由人的行为所构成的，人本身又受

到天理的影响，由人的行为所组成的政治行为

自然受到天理的影响。治国者必须要体贴和把

握治之理，才能践行治之道，如此才能治理好国

家。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程颢举出古代

王道之治的例子对此作进一步地阐释。他认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代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

实现隆盛之治，一方面是由于古代圣王认识到

了体贴和把握天理的重要性，并根据天理的内

涵制作了各种典章制度，作为治理天下的准则

和规范；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治理国家的具体

过程中，自觉地依照天理实施各项政治措施，依

理而行，践理而治。程颢对此言：“圣人创法，皆

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

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

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3］359三

代之后，由于统治者没有沿袭古代圣王根据天

理所制定的治国宏规和大法，而是根据自己的

私益治国理政，所以乱世相继，民生凋敝，正所

谓“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

下者也”［3］97。施政者在践行治国之道时，必须

要做到“顺理”，这是实现治世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建立在“顺理”基础上的治道的主要内

涵是什么？程颢言：“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

化行于禆海之外，何修何饰而致哉？以纯王之

心，行纯王之政尔。”［3］370纯王之心即是施政者的

体贴天理之心，纯王之政则是依此体贴天理之

心所实施之政。由此可以看出，在程颢的观念

中，他所理解的治道实际上包含修己和治人两

个维度：就修己而言，施政者首先要正己，使自

己的行为能够契合于天理；就治人而言，施政者

必须本诸仁心而施仁政德治。当施政者能够从

这两个维度践行时，才能实现国家的良善治

理。由此而言，程颢所谓的治道一方面是治理

天下之道，另一方面也是王天下之道，其内涵既

具有应然层面上的规范性，也具有实然层面上

的实践性。

最后，建立在天理基础上的治道必须要落

实到政事的实践层面，如此才能达到相应的政

治效果，故此，程颢非常注重治道在政事方面的

实施问题。在他看来，良好的政治治理必须需

要“良人”和“良政”，“良人”即克除己欲，践行理

治的政治行为主体；“良政”即是符合天理人情

的惠民之政。他曾言：“‘人心惟危’，人欲也。

‘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

‘允执厥中’，所以行之。”［3］96“良人”是实施“良

政”的行为前提，“良政”是“良人”致治的必然归

宿。作为政治行为主体，“良政”的推行和落实

必须要靠人，只有深刻体贴和把握天理的人才

能认识到治国理政的规律，更好地践行修己治

人之道，实施各项“良政”。具体来说，程颢认

为，施政者在落实建立在天理基础上的治道时，

必须要贯彻中正之理，这既是使自身政治行为

契合于天理的要求，也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实施

顺理而治的必由路径。对此，他言道：“中之理

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偏则为禽兽，为夷

狄，中则为人。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

以尽之，故曰中庸。”［3］93在程颢看来，“中之理”

既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运行法则，也是施政者治

国理政的内在依据。人们如果能够把握和践行

“中之理”，就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契合于天理。

同理，如果施政者能够以中庸之道自砺，在施政

过程中无偏无党，自然能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

合天理运行的标准，进而使天下万民各得其

所。施政者践行“中之理”，就是要使自己的内

心廓然大公，不被外在的物欲和利益诱惑，如此

才能体会到天理运行的法则，并按其内在的运

行规律来出政施令。程颢对此言道：“圣人致

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3］108在具体

的施政过程中，施政者只有体悟和把握天理，顺

理而治，才能在政事方面贯彻良政和善政。

程颢所建构的这套以“天理—治道—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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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的立体化的治道思想架构，相较于先秦

以来儒家在论述政治治理活动中所采用的以

“道德—德治”为特征的治道思想而言是一个重

要的发展。这种思想建构路径以天理作为规制

治道的正当性依据，以契合于天理的治道作为

规制施政者在政事活动行为的合“理”性规范，

施政者必须诚意正心，体贴天理发用流行之规

律，然后据此而施治，修德治之教，法先王之政，

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程颢的论

述在理论自洽方面解决了先秦至宋儒家治道伦

理方面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施政者在治国理政

中为什么要自修其德。这是因为此举深合于天

理，施政者在政治过程中必须先要修己，然后才

能治人，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如果不能在内圣层

面完善自身的德性，则外王层面的治人行为也

就无法落实。至于如何修德，程颢提出了“定

志”的功夫，他言：“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

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尽，则多听而易惑；志

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3］355即首先从内心着

手，去除私欲，彰显善念，在此基础上体悟理事

的体用一源之意。二是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必

须要遵循外在的法度，这种法度即是尧舜等古

代圣王治理天下之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

些古代圣王已经“得天理之正”，体悟到了治理

天下的内在法则和规律，并基于此构建了一套

能够使天下平治的治国大法，后世君主必须取

法尧舜等古代圣王所采用的治国理念和措施，

才能“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

回曲”［3］358。程颢在治道伦理方面所做的这种哲

理化建构，使得儒家治道思想更加具有了圆融

性的特质，也被此后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所承

继，成为他们论述自己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二、一理万殊：程颢对儒家治道思想的

多维阐发

牟宗三在探讨程颢理的内涵时，曾指出：

“此理是既超越而又内在的动态的生化之理、存

在之理，或实现之理。自其为创造之根源说是

一（Monistic）,自其散着于万事万物而贞定之说

则是多（Pluralistic）。”［5］19作为本体之理，理具有

创生性、超越性和活动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理

对事物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具有一种规制性，而

事物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承体起用”的关系，作

为形而下的治道自然也受到形而上的理的影

响。与朱熹等人关于理的理解有所不同的是，

程颢在理事问题上非常注重体用一源。朱熹认

为，理属于超越性的本体，因而具有普遍性，而

只有建立在这种普遍性基础上的治道才具有普

适性。程颢则认为，普遍必然蕴含于具体之中，

“普遍只能是具体的普遍，普遍性的‘性’（或许

可借用张载的话说，天地之性）一定得落在特殊

的、具体的个体上看，尤其当落在人身上看。没有

脱离具体的普遍，也没有脱离普遍的具体”［6］390。

故而程颢在论述治国之理时，侧重于从具体的

角度阐述治道，并由此进入到具体的政事讨论

中。程颢的这种政治修辞特征在他的奏疏中表

现的尤为明显。如熙宁三年（1070年），程颢在

奏疏中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

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

行其所无事也。’舍而至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

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

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

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

也。”［3］363在这份奏疏中，程颢为了阐发作为普遍

性的治国之理，从政治关系方面的治道入手，讨

论了君道与臣道，提出了君臣合为一体，共理共

治的政治主张，以这种政治修辞作为论述治道

的表达方式，程颢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角

度将治道的内容做了十字打开。

首先，在政治方面，程颢认为，必须对宋朝

立国以来的官制进行改革，以发挥制度的治理

绩效。他言：“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时之

职，历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万化

理也。至唐，犹仅存其略。当其治时，尚得纲纪

小正。今官秩淆乱，职业废弛，太平之治所以未

至，此亦非有古今之异也。”［3］359程颢所言，实有

所指。北宋建立之后，官制运行方面一直存在

着重大的弊端。为了防止权臣对政治权力的垄

断，在中央官制方面，君主将中央职权一分为

三，设立中书门下、三司和枢密院分管行政、财

政和军事权力，使这三个机构互相制衡。中书

门下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

宰相，员额不定，一般为二正二副，负责全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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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宜；三司设立盐铁、度支和户部等机构，总

负责人为三司使，专门负责赋税的征收以及各

级财政的管理；枢密院则负责国家的军政管理，

负责人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在地方官制方

面，宋朝在路一级设立了转运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等职，以防地方权力集于一人之

手。在州县一级，宋朝则采用官不实授的方式

缩小基层亲民之官的权力，并设同一级平行的

副官对其进行牵制。可以说，整个宋朝的官制

架构是建立在互相制衡的基础上的。这种机构

设置方法虽然可以抑制五代时期权臣干政、地

方割据现象的产生，但也使各个机构之间互相

掣肘，行政效率极端低下。程颢认为，宋朝官制

的内在运行机制非常低效，君主必须要上法天

理运行之规律，参照古代圣王治国经世之制，厘

清各个官职的职责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使

官僚系统能够高效灵活地运转起来，避免之前

因制度设置的内在缺陷而引发冗官、冗兵、冗费

现象。就组织架构而言，程颢主张构建上下一

体的官僚制度。他言：“窃观治天下之道，如构

室焉，其大者栋也、梁也。栋梁岂能独立哉？

其所与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

矣。古之三公之府，诸侯郡国各有其属，以成

其政。”［3］372 在他看来，官制改革与房屋构建的

原理有相通之处。稳定的房屋不光要有栋梁支

撑，还需要许多榱桷对其进行衔接，官僚系统不

光要有贤能的大臣，还需要德才兼备的属官与

其相配合。官僚系统必须形成一个政治有机

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制度性效能。故此，程颢

认为，在权力分配的原则层面，统治者应该赋予

官僚系统一定的行政权力，这样一方面可以增

强行政人员的政治主动性和政治责任感，提升

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官员

在行政过程中因具有一定的行政自主权而能够

革除制度僵化带来的弊端。在权力运行的实践

层面，要解决宋朝官制方面叠床架屋的问题，一

方面要加强考核，淘汰冗员；另一方面可以借鉴

历朝官制设置中的优良经验，加大行政机构的

负责人自选属官的权力，提升各个行政机构中

官员之间的有机融合度，解决他们因互相推诿

而产生的行政低效问题。程颢言：“汉之三公，

府则有长史司直焉，东曹西曹之掾焉；内则御

史，外则刺部，亦各自用其吏为掾属。其选之之

道，则周六官以下，其属皆命于天子；牧伯之臣，

则其卿而下，其君选于其国尔。汉之三公，开府

辟召；唐之藩镇，亦自荐延。其位其职，则系其

长之所任而分治之耳。”［3］373在程颢看来，汉唐之

所能形成治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君主

将一部分选官的权力下放给臣僚，使他们在君

主允许的范围内自择掾属，这种做法可以提升

官僚系统的融合度，保证政令的畅通。

其次，在经济方面，程颢认为统治者必须要

厚民生，正经界，使民有恒产。宋朝立国之后，

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像唐朝前期一样实施均田

制，而是在承认现有土地私有的基础上，采取了

“不抑兼并”的政策方针。对于农民无地或者少

地的问题，政府一般采用鼓励民众开荒的方式

进行解决。这种土地政策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

问题：一是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占有土地较多

的地主不断地兼并土地，财富日益增加，而少地

或无地的农民，则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上缴大

量的地租，且承担了地方官府摊派的大部分赋

税，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却通过各种方式隐

匿了自己的土地拥有数量，借以逃避赋税。《宋

史·食货志》曾指出宋朝土地经济中的这一弊

端，言：“又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

冒伪，未尝考按。”［7］2817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宋

朝土地税的征收，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

题更是雪上加霜。二是小农经济本身十分脆

弱，一旦发生水旱等天灾，就会使无地或少地的

农民难以生存下去，许多农民因此而成为流民，

有的为了生存而聚众山林，这对社会政治秩序

的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程颢在与君主的奏疏

中也指出了宋朝土地政策所产生的这两方面问

题，言：“今则荡然无法，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

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幸民虽多，而衣食不

足者，盖无纪极。生齿日益繁，而不为之制，则

衣食日蹙，转死日多。”［3］359-360民是国之本，亦是

国家税源的主要承担者，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安

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对此，程颢言：“固

宜渐从古制，均田务农，公私交为储粟之法，以

为之备。”［3］360他提出两点解决建议：一是均田务

农，即统治者借鉴历朝土地政策中的有益经验，

结合宋朝当时土地分配中的具体情况，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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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调控，尽可能地使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

地。二是建立公私兼备的救荒体系，如地方政

府和民间社会设立各级社仓，丰时存储，灾时发

放，如此则会减轻水旱等天灾对农民生存状况

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富足。

再次，在社会方面，程颢认为，为了构建良

善的社会政治秩序，统治者必须广施教化，发

挥儒家德教在基层社会的移风易俗作用。他

指出，宋朝建立至今，之所以没有实现如三代

时期一样的良序美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乡村民间教化不行，“师学废而道德不一，

乡射亡而礼义不兴，贡士不本于乡里而行实不

修，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材多废”［3］360，乡村中

各种发挥着道德示范作用的礼仪也废而不

存。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五代时期政

局动荡，朝代更迭频繁，统治者所考虑的主要

是如何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维护统治，对于

儒家所提倡的德教主张并不十分看重，所以在

整个五代时期，基层的社会政治秩序处于一种

失序状态。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虽然已经意

识到了在基层推行德教的重要性，并恢复了科

举考试制度，但是在基层社会政治实践中，他

们并没有将制定的政策落到实处。在宋仁宗

时期，基层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如何在巩固统

治秩序的基础上推进基层各项德教措施的落

实成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议题。程颢认为，统

治者可以借鉴周代所实施的乡遂之法，在基层

设立负责道德教化的乡官，选任老成之人，以

化解乡里的各种矛盾，并通过他们自身的道德

示范作用来影响他人。对此，程颢言：“古者政

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酂遂，以

相联属统治，故民相安而亲睦，刑法鲜犯，廉耻

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则效。”［3］360 他

认为，在基层实施道德教化是维持地方上社会

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而基层社会政治秩

序的稳定又是国家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

因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施政者必须要重视基

层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在基层实施以教化为主

的治理模式。

最后，在教育方面，程颢认为必须要广设学

校，积极地培育人才。在他看来，人是构成政治

活动的主体，国家治理的良善与否和人的道德

水平以及政治能力紧密相关。如果缺少德才兼

备的人才，则各项治理活动都无法高效展开。

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统治者在施政过程

中必须重视教育，充分发挥学校陶冶人才的功

能，才能为官僚系统培养更多贤能之士辅助君

主平治天下。程颢言：“三代养贤，必本于学，而

德化行焉，治道出焉。”［3］361又言：“庠序之教，先

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3］360在《请修学校尊

师儒取士札子》中，程颢进一步向君主指出了宋

朝在教育、取士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他言：“宋

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

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

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

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3］356在程颢看来，

以儒家修己治人之道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发挥着

整顿人心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双重功能。一

方面，士人在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内

容后，自然会注重自身德性的修养，在日常的行

为过程中不断地践行修齐之道，且会对周围的

人群形成一种道德示范和影响作用。另一方

面，这些士人在进入仕途之后，自然以儒家治国

平天下的价值目标作为自己施政的理念指导，通

过自身的政治行为来推动各项治理活动的落实

和完善。基于此，程颢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构

建从中央到基层的系统性的教育机构，并选任

贤能之士掌管这些教育机构以陶冶人才。中央

一级设立全国性的太学，地方上则设立州郡之

学，县则设立县学，乡邑亦设立学校，使“十室之

乡，达于党遂皆当修其庠序之制，为之立师”［3］356，

从而实现教育从中央到基层的全面覆盖。二是

在学校中加强对学生的考核，并从中选任德才

并茂之人。程颢言：“国子自入学，中外通及七

年，或太学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学不成者，

辨而为二等。上者听授以莞库之任，自非其后

学业修进，中于论选，则不复使亲民政。其下者

罢归之。”［3］357为了防止学生在学校中嬉以度日，

荒废所学，程颢力主通过考核来甄选学生。考

核作为政府选任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与此后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所实施的“三舍法”在理

念精神方面有相通之处。程颢认为，君主倘能

落实他提出的两方面建议，在教育方面“一以道

德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去其声律

天理与政事的贯通：论程颢治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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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碎、糊名誊录、一切无义理之弊，不数年间，学

者靡然丕变矣。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

入醇正”［3］357，如此，则人才不断涌现，国家治理

也会步入良性的轨道。

三、理事相贯：治道思想在政治实践

上的坐实

在帝制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手中，任

何政令的落实和实施都需要君主去推动，可以

说，君主自身德性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整个

政治系统能否高效、良性的运行。程颢亦认识

到了这一点，曾言：“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矣。”［3］355他认为，君主居于权力系统的中心，对

整个社会政治系统具有支配性权力，任何治国

措施都必须借君主之手而行。他非常重视对君

主的德性和能力的培养，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

君主在国家治理中所应尽的职分问题。

儒家素来具有格君心之非的思想，非常重

视君主的德性问题，程颢亦不例外。他认为在

治国问题上君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首先，君主要完善自身的德性，如果要想

“治人”，则必须能够“修己”，“修己”是“治人”的

前提，亦是“治人”的基础。倘若君主不能自省

其德，则难以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目标。完善

自身德性的关键在于立志，即树立取法古代圣

王以实现隆盛治世的志向。对此，程颢言：“所

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

不先尽，则多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

或移。”［3］355统治者要在体贴和把握天理的基础

上，不断扩充自己的善端，完善自身的德性，方

能施治于天下，使民众各得其所。

其次，君主必须选拔任用贤能之人，授之以

权，使其辅助自己治理天下。程颢言：“治道在

于立志，责任求贤。”［3］97治理国家的事务繁杂，

君主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而独任之，必须访求

贤者，任用才俊。在《论十事札子》中，他向君主

明言：“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必须师友以成就

其德业，故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学。

今师傅之职不修，友臣之义未著，所以尊德乐善

之风未成于天下。”［3］359在这段论述中，程颢表达

了自己在君道方面的两个观点：其一，古代圣王

之所以实现隆盛治世，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

可以影响他人的德性与高超的行政能力；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奉行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与

贤能之人共治天下。后世君主如果想要使天下

大治，亦必须满足这两方面条件，缺一不可。其

二，宋朝立国百余年来，虽然君主孜孜求治，但

仍没有实现国家承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主

任贤的力度不够，所用非人，德才欠缺之人充斥

于官僚系统之中。对于政事，他们互相推诿，难

以高效地推动各项治理活动，故此，程颢向君主

谏言，必须要求贤、养贤，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

官员的同时，朝廷也应设立专门的机构礼延天

下贤能之士，以备任用。程颢言：“臣今欲乞朝

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公论推荐及岩穴

之贤，必招致优礼，视品给俸。”［3］361

最后，君主必须正人伦，厚风俗，积极地推

行教化，稳固国家治理的基层社会秩序基础。

程颢说：“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

者，顺民而不劳；道皆出于优佚，令无勤于绎

骚。不夺其时，导以厚生之利；将求其欲，岂闻

力穑之逃！”［3］368在程颢看来，君主在治国理政中

尤需重视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一方面要广施良

政、善政，轻徭役，薄税赋，不夺民时，与民之利，

满足民众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要实施教化，

落实德教，在厚民生的基础上构建良序美俗。

在阐发君道的同时，程颢也展开了对臣道

的思考和论述。在政治系统中，君主处于核心

地位，各种治理活动的实施必须首先获得君主

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君主并不能一人而治天

下，必须依靠士人官员来进一步推动和落实各

项治国措施，所以士人官员在国家治理中也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北宋士大夫群体中的一

员，程颢有着强烈的臣与君共理天下的思想，他

曾言：“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

惟有此二者，余无他为。二者，为己为人之道

也。”［3］107在他看来，治国理政并非是君主一人之

事，士人官员与君同样承担着治理天下的职

责。在程颢看来，作为臣的士人官员在政治过

程中所应尽之职有三：一是直道谏君，匡正君

道。在治国政策的讨论过程中，士人官员必须

及时指出和纠正包括君主在内的决策集团的不

足之处，使其制定出符合王朝长远利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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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措施。程颢在仕宦生涯中亦以此作为自

己从政的准则，他曾向君主自剖心迹，言：“臣既

遭遇明圣，亦思誓竭疲驽，惟知直道以事君，岂

忍曲学而阿世！屡进阔疏之论，愧非击搏之

才。”［3］364二是针对王朝统治中所存在的政治、经

济等方面的积弊，士人官员要有政治责任感和

政治主动性，积极地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予以

革除。程颢曾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

非己也。识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

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

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3］11 程颢认

为，儒家所倡导的仁学注重人在体悟万物一体

基础上的博施济众。士人官员作为儒家修己治

人理念的践行者，亦应体悟到自身与外在世界

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将增进民众和家国福

祉作为自己分内之事，在施政过程中应本着一种

政治自觉的精神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三

是士人官员应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同心同德，共

同推动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和落实。熙宁三年

（1070年），他在奏疏中曾称：“未闻辅弼大臣人

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

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3］363当时围绕变

法问题，士人官员分为两派，意见不一，且在朝

堂之上互相辩驳，逐渐演变为新旧党争。程颢

对待变法的态度较为平允，他认为士大夫官员

肩负着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重任，在政策实施

的看法方面应该以大公之心处之，不能为了各自

所在群体的利益置朝廷大政于不顾而互相攻讦。

由上述可知，程颢认为，各种良法美政的落

实必须借由政治系统，而政治系统是由君与臣

构成的，只有君臣各尽其职，共同推进，各种良

政、善政才能在基层推广开来。可以说，以君臣

为要素的政治系统是治道贯彻和实施的重要载

体，亦是重要的推动者。所以程颢非常重视对

君道和臣道的探讨，阐发了君臣在治国理政方

面所应当担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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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Heavenly Principle and Government Affairs: a Study of Cheng Hao’s
Thought of Governance

Guo Jingdong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Cheng Hao elaborated his systematic thoughts of governance in view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Song Dynasty at that tim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encius’
theory of mind nature and taking the principle of heaven as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virtue. His thoughts mainly
included four aspects: first, the reform of the official system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political aspect, and the
officials should be given certain choice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assess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administrative execution. Second, in the economic aspect, the Song Dynasty shoul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maintain proper boundaries on land distribution, so that people have permanent property and enhance people’s
recognition of the dynasty. Third, in the social aspect, in order to build a good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e Song
Dynasty must widely teach,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onfucian morality in the grass-roots to change the
customs. Fourth, in the education, the Song Dynasty must set up more schools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lay a moral
foundation for governance.

Key words: Principle of Heaven；Cheng Ha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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